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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经济的基本经验
———纪念中国成立７０周年

汪海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摘　要：中国近７０年来发展经济的基本经验可以从十个方面总结，包括成功地进行三次经济变革，
发挥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和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双重叠加的作用，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的相互

促进，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相互促进，实现丰富劳动力资源的大幅增长与各层次教育的迅速发展相结

合，实现丰富的国土资源、广阔的天空资源与工业化、现代化技术相结合，发挥优秀文化传统的作用，

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空前未有的大发展，得益于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以及发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根本

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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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７０年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但新中国成立近７０年来，中国在发展经济方面
却取得了举世无双的伟大成就！这期间中国实现了由经济小国到经济大国的转变，并正在向经济强国挺

进。１９５２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仅为５２％［１］。２０１６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１１１９９１亿
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１４８％，稳居世界第二位［２］。在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当代，科技进步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是国家强盛最重要的指标。２０１７年，科技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５７２％［３］，

中国与经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已大大缩小。

在近７０年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在发展经济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一、成功地进行了三次经济变革

这里所说的经济变革，包括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生产资料所有制 （即生产关系的总和）和作为基本

经济体制实现形式的经济体制的变革。

依据历史唯物论理论，生产关系决定于生产力，但也反作用于生产力。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各种因

素中，生产关系是根本推动力。经济体制决定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但也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经济体制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方面，其作用仅次于生产关系。因此，在论述新中国７０年发展经济的基本
经验时，首先需要分析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的变革的作用。历史也证明：正是这种变革成为新中国７０年
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总的说来，新中国成立后的近７０年来，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三次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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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经济变革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到１９５２年）进行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居于统治地位。据估算，１９３６年，在

中国全部工业资本总额中，帝国主义在华工业资本占了６１４％，而中国工业资本总额只占３８６％。１９４６
年，在全部中国工业资本总额中，官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占了６７３％，而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资本只占
３２７％［４］①。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农村，占农村人口不到１０％的封建地主和半封建富农占有了大部分
土地，而占农村人口６０％至７０％的贫农和雇农则是少地和无地的农民。农民每年交纳的地租约为７００亿
斤粮食，约为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四分之一［５－６］。

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以后，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建立。
这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建立的根本标志。其在经济变革方面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

下，通过清除帝国主义势力、没收官僚资本主义和实行土地改革，从根本上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

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经济统治地位，建立由毛泽东在 《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提出的，并由当时起

宪法作用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即由居于领导地位的国营经济、

合作社经济、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种经济成分

组成的经济。这期间主要通过没收官僚资本主义和清除帝国主义势力，实行土地改革和保护发展个体经

济，保护并有限制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并初步发展合作社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实现了这个

根本任务。到１９５２年，在５８９亿元的国民收入总额中，国营经济占１９１％，合作社经济占１５５％，个体
经济占７１８％，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６９％，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占０７％［６］。

就国营经济来说，并不是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就建立了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实际上，

没收官僚资本只是把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改变成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建立完整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

制经济，还包括这期间在国营经济中进行的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等。因为正是这些改革，不仅使得社

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得以巩固起来，而且使得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所必须包括的在生产过程中人与

人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以及按劳分配关系得以建立起来。而只有这些关系都建立起来，才算得上是完

整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问题在于：在没收官僚资本主义时，没有也不可能同时把原有的反映

剥削和压迫关系的全部制度从根本上完整地改变过来。这些方面的根本改变，是通过尔后相继进行的

民主改革 （其最重要的内容是实行企业管理民主化）和生产改革 （其最重要的内容是要初步实行按劳

分配原则）实现的。

因此，如果把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建立仅仅归结为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并不

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总和的理论。

在上述基本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同时，经济体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伴随全国解放和居于主体

地位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建立，特别是从１９５０年初开始的全国统一财经工作的胜利进行，高度集中的
计划经济体制雏形也开始建立起来。这时的国民经济大部分还是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对这些

经济成分，政府还是实行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所以，总起来说，这个时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与

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济体制。

可见，那种只注意这期间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而忽视经济体制发生相应变革的观点，同历史

实际并不完全吻合。

以上分析的是占全国大部分领土的原国民党政府统治区，与此同时存在的还有日趋扩大的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解放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实现武装夺取全

国政权。在长达二十年的战争期间，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实行的经济制度是有很大变化的。

如果仅就其总的趋势作简要概括来说，那么，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和程度上实行了

４

① 这个数字不包括中国的东北和台湾，是按１９３６年不变价格计算的。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双月刊） 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如发展公营经济，限制和消灭封建经济，保护和发展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

经济。在经济体制方面则是实行了以低水平的平均的供给制为特征的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伴随全国的解

放，前者进一步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轨道，后者则从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变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

济相结合的体制。

因此，在论到中国第一次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时，如果只是叙述原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在

新中国成立后这方面的变化，而忽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在这方面具有特点的变化，也不能认为是

全面的。

在１９５２年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到
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苏联在这方面的实践，以及他在１９５２年提出的 “中国内部

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在１９５３年６月就明确提出了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

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

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７］。

在这条总路线指引下，中国在 “一五”时期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就基本完成了对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
以及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本实现了全社会覆盖。据统计，１９５２—
１９５７年，国民收入总额由５８９亿元增长到９０８亿元。其中，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占比由１９１％上升到
３３２％，合作社经济由１５％上升到５６４％，公私合营经济由０７％上升到７６％，资本主义经济由６９％
下降到零，个体经济由７１８％下降到２８％［６］。

无论是对个体经济实现合作化，还是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都不只是单纯的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变，还包括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和分配中的关系等方面的变化。就前者来说，在合作化实

现之前，是个体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关系，而在合作化实现之后，则转变为集体经济内部的互助合作关系。

就后者来说，在作为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之前，原来的资本家是企业的主人，而在这以后，则

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内部的劳动者的一员。与此相联系，在分配方面也逐步实行了按劳分配原则。

上述情况表明：在 “一五”期间中国实现了第二次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与此同时，也改变了此前

存在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以高度集中的行政指令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实现了整个

国民经济的全覆盖。这是第二次经济体制的变革，

在接下来的１９５８—１９７８年期间，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都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在经济体制方面，
虽然经历了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７０年两次行政性分权的改进 （即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实行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

下放部分经济管理权限和政府向企业下放一定管理权限），但由于采取了根本不适合经济改进的短促的群

众运动方法，又缺乏实行这种改进所必需的稳定的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以致陷入了 “一放就乱，一乱

就收”的怪圈。其结果是，计划经济体制不仅没有得到改进，反而有了进一步强化。

以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建立的初期，是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并大大

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否认这一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伴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计划经济体制

进一步强化，变得愈来愈不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以致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样，改革以这

种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成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客观要求。

１９７８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
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确立了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了改革开放方针。这就开启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历史发展进程。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拓者的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庄严宣告：“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

验得出的基本结论。”［８］

由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党的十二大至党的十八大期间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党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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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在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方面取

得了全方位的、开创性的历史性成就，实现了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推进一个新时代。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改革以来，又成功实现了第三次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和经济体制

的变革。

中国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它并不是要根本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是要把计划经济

体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也是衡量改革成就的根本标尺。改

革的成就涉及诸多方面，但主要是以下三点：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第

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基层生产单位已经或正在改造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主体。

就其中的国有经济来说，还正在其监管层面实现从主要管企业到主要管资本的转变。第三，价格已经并

正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社会生产的调节者。

上述反映中国改革成就的三个主要方面［９］，虽然没有包括改革的全部成就，但仍可清楚地显示：中

国经济改革不仅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来，而且使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此外，需要着重指出：改革成就还凸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业绩。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做过一个精

辟概括。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着力增强改革体系性、整体

性、协同性，压茬拓展改革广度和深度，推出一千五百多项改革举措，重要领域和关键关节改革取得

突破性进展，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１０］习近平总书记这里说的改革是包括经济体制、政治

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等方面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显

然，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论述，准确反映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进展，尤其是准确反映了作为改革重点的

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

当然，中国面临的改革任务还很艰巨，还处于改革的深水区和攻坚期。要完成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

还要做艰苦的工作。但历史经验表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实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二○二○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
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１１］，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总的说来，这三次经济变革强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表１的资料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一点。

表１　三次经济变革期间的年均经济增速［１２－１４］

１９５０—１９５２年社会总产值 ２２９％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国内生产总值 ９２％

１９７９—２０１７年国内生产总值 ９５％

这里需要说明三点：（１）１９５０—１９５２年年均经济增速高带有恢复性质，而且用的是社会总产值指标，
对比基数也低，具有众多的不可比之处。但即使考虑到这些因素，这个期间的经济增速仍然是很高的。

（２）预计第三次经济变革要到２０２０年才能基本完成。因而表１中的１９７９—２０１７年年均增速还没有涵盖这
整个期间的年均增速。（３）从２０１２年起，中国经济周期已从中波周期转入微波周期［１５］。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
经济增速分别为７９％、７８％、７３％、６９％、６７％和６９％；２０１８年上半年为６８％［１４］。预计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年的年均经济增速将会是６９％左右。这样，第三次经济变革期间年均经济增速仍会接近甚至达到
９５％。而且，这个增速是在对比基数大大增长的情况下实现的。这个历史情况表明：这三次经济变革是
促进中国这期间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新中国在短短的７０年，就成功地进行了三次经济变革。这在中外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在这期间
中国在发展经济方面的伟大成就，也是举世无双的。这两种绝无仅有，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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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这清楚表明：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状况出发，成功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先进生产关系 （包

括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的原理，通过这三次变革，强力地推进

了生产的发展。

二、发挥了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和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双重叠加作用

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对社会生产作用经历了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到了以工业为主的社会，科学

技术成为直接的生产力。到了以知识经济为主的现代社会，科学技术还成为第一生产力［１６］。有资料表明，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前，科技进步对经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只有２０％。而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
期以后，经济发达国家纷纷由工业化阶段步入了现代化阶段。这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大幅

上升。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这种贡献率达到了５０％，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又进一步上升到６０％至８０％。还
有资料表明，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的主要成员国，以知识经济为基础
的经济占经济总量的比重都上升到５０％以上［１７－１８］。

新中国成立后的近７０年来，就自身来说，既拥有作为直接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又拥有作为第一生产
力的现代科学技术，前者占主要地位。就经济发达国家来说，既有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更拥有作为

第一生产力的现代科学技术，后者占主要地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引进的科学技术也包括这两方面。

这意味着改革以来，中国拥有这两种科学技术资源。新中国成立后的近７０年来，工业化处于由初级阶段
向中后期迈进的阶段，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现代化。这种社会生产实践既有对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

术的需要，又有对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现代科学技术的需要，并为这两种科学技术的运用提供了广阔的空

间。这样，新中国成立后的近７０年来，特别是改革以来，就形成了这两种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发展的促
进作用的叠加，从而成为这期间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根本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的近７０年来，党和政府在这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使得这种可能变成了现实。
在 “一五时期”周恩来总理就提出了 “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工业国家”的任务，

并强调 “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１９］还提出了发展科学的任务，

“就是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使外国的最新成就，经过

我们自己的努力很快就可以达到。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解决赶上世界水平的问题。”［１９］据此，

国家科委制定了１９５６—１９６７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并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振奋人心的口号，这个
十二年规划到１９６２年就基本完成了。为了进一步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科委接着又制定了科学发展
的十年规划。这样，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３０年，尽管受到了一些政治运动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但仍然较
好地发挥了作为生产力的科学和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的作用。前者的集中表现就是在这期间建立了独立的

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显然，这个体系凝结了作为生产力的科学的成就。后者的突出表现就

是在这期间成功地实现了当时 “科学技术新发展中最高峰的原子能利用”［１９］，实现了 “两弹一星”工程。

改革以后，邓小平根据２０世纪下半期以来经济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突破，把马克思主义关
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论进一步提升成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８］，并使之成为改革后经济社

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从党的十三大开始，就提出 “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

济建设转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其后，党中央相继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和创

新驱动战略。党的十八大还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

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十八届五中全会又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创新作为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居于五大发展理念之首位；党中央发布的 《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出了一系列制度安排；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国家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了通过 “三步走”战略，到２０５０年实现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伟大目标。
在上述方针指导下，科学技术资源方面的投入大量增长。正是这种投入的增加，为科学技术研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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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增强及其作用的发挥创造了一系列物质条件。改革以来中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极为显著。科技

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由２０１０年的５０９％上升到２０１７年的５７５％［２０－２１］。科技进步已经开始成为中

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中国科技进步也由跟随、并跑为主迈向领跑、并跑为主的新阶段。

三、实现了工业化与现代化的相互促进

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史上两个相互区别但又相互联系的时代。一般说来，前者的

发展为后者的发展创造了一系列条件 （包括科学试验设施、生产装备和技术力量等），并对现代化发展提

出了强烈的社会需求；而后者的发展可以推动前者进一步的发展，促进工业生产技术对社会生产的全覆

盖。当二者并存的时候，这种纵向的相互促进作用就会变成横向的相互促进作用。而且这种场合下的相

互促进作用，其力度会更大。新中国成立时，还处于工业化的初步发展阶段。其后发展时世界经济已经

迈入了现代化时代，这样，中国工业化就处于与现代化并存的时代，二者的相互促进作用也就更为巨大。

现代信息技术是知识经济的最重要的代表。而作为现代信息技术最新发展的网络技术，在促进包括工业

化在内的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其巨大作用已经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多年来，信息产业呈爆发式

增长。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从２０１２年的１１９２９亿元增长到２０１７年的２７４５２亿元，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２２％上升到３３％［１３－１４］。

四、实现了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相互促进

世界史表明，伴随工业化的发展，城镇劳动力和城镇人口的绝对量及其在社会总量中的占比都会上

升。这种上升是城镇化最重要的指标。而城镇化的发展不仅为工业化提供了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劳

动力，而且由于城镇人口的收入水平比农村人口高，又从社会需求增加方面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这是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一般发展规律。

总的说来，中国近７０年经济发展也遵循了这个一般规律的要求，并发挥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相互促进
的作用。１９５２—１９７８年，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由１２５％上升到１７９％；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由１７９％大
幅上升到５８５％［１３－１４］。

但在改革前，为了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长期实行了城乡二元体制特别是相互隔离的城乡户

籍制度，这就大大限制了城镇化的发展。还需要指出：由于 “左”的路线的影响，这期间还发生了两次

“逆城镇化”。第一次是在１９６１年经济调整期间，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返乡。这就导致中国城镇人口增长
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绝对量下降。中国城镇人口在１９６０—１９６６年的七年间分别为１３０７３万人、１２７０７万
人、１１６５９万人、１１６４６万人、１２５９０万人、１３０４５万人、１３３１３万人。这表明从１９６１年开始，城镇人
口数就开始下降，直到１９６６年才回升到略微超过１９６０年的水平。这个下降不只是由于大量农民工返乡，
还包括城镇人口在内的人口出生率下降。中国人口出生率由 １９５８年的 ３４０３％下降到 １９６１年的
１８０２％［１４］。第二次是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下乡。１９５２—１９７８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速为１１５％，
而城镇人口的年均增速仅为４２％，二者之比为２７３∶１（详见表２）。需要说明的是在城镇化过程中，工
业增速在一定幅度内高于城镇人口增速是正常的。但１９５２—１９７８年工业增速与城镇人口增速的差距达到
如此之大，则清楚表明城镇化是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这样，二者的相互促进作用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发

挥。这是这期间经济发展不及改革后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表２　中国工业化速度与城镇化速度之比［１３－１４］ ％

①１９５２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 ②城镇人口年均增速 ①∶②

１９５２—１９７８年 １１５ ４２ ２７３∶１

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 １０８ ４１ ２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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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以后，党的路线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根本改变了此前长期存在的 “左”的错误。

在处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关系上也是如此。在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期间，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为１０８％，城镇
人口年均增速为４１％，二者之比就缩小到２６３∶１（详见表２）。而且这个增速差距缩小是在这期间第三
产业高速发展及其占比超过工业的情况下实现的。这表明改革前存在的那种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

状况已有很大改变，较好地发挥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相互促进的作用，这成为改革后经济发展显著好于改

革前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改革后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进展仍然缓慢，以致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状况未根本改变。据此，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提出要 “完善城镇化健

康发展体制机制”，要 “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２２］。当前

这些政策措施已经开始付诸实施。这样，长期以来存在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状况有望得到较快改变，

并将进一步发挥工业化与城镇化相互促进的作用。

五、实现了丰富劳动力资源的大幅增长与各层次教育的迅速发展相结合

１９５２—２０１７年，中国就业人口由２０７２９万人增长到７７６４０万人，增长了２７５倍；普通高校、普通高
中、初中、普通小学的毕业人口分别由３２万人增长到７３５８万人，由３６万人增长到７７５７万人，由
１８５万人增长到１３９７５万人，由１４９０万人增长到１５６５９万人；分别增长了２２９９倍、２１５５倍、９４
倍、１０５倍 （详见表３）。中国工业化正处于由初期阶段到中后期阶段的过渡时期，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
了现代化。这期间手工劳动还占有一定比重，这个比重伴随中国经济的发展是趋于下降的，但直到目前

它仍有存在余地。这一点在服务业的某些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大幅增长，与具有

不同文化水平的劳动者人数大幅增长相结合，正好契合了不同层次的产业结构迅速发展的需要，从而

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还需要指出，改革以后高等学校和留学生的毕业人数

增速大大超过了改革以前。这是改革后经济增速、经济效益和居民消费水平均高于改革以前的一个重

要原因。

表３　建国后就业人员和各级学校毕业人数［１３－１４］①

就业人员

／万人

普通高校

毕业生

／万人

普通高中

毕业生

／万人

初中

毕业生

／万人

普通小学

毕业生

／万人

１９５２年 ２０７２９ ３２ ３６ １８５ １４９０

１９７８年 ４０１５２ １６５ ６８２７ １６９２６ ２２８７９

２０１７年 ７７６４０ ７３５８ ７７５７ １３９７５ １５６５９

１９７８年比１９５２年增长／倍 ０９ ４２ １８８６ ９０５ １４４

２０１７年比１９７８年增长／倍 ０９ ４９７ ０１ — —

２０１７年比１９５２年增长／倍 ２７５ ２２９９ ２１５５ ９４ １０５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后中国教育的发展是之前无法相比的。据计算，从清朝末年派出留学生到

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一共只有２０多万大学生［１９］。而２０１７年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毕业生达到了近８００万
人。这一点，正是新中国经济发展是旧中国无法相比的一个重要原因。

９

① ２０１７年比１９７８年初中和小学毕业生大幅下降，是由计划生育导致的这两个阶段就学人员的大幅减少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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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现了丰富的国土资源、广阔的天空资源与工业化和现代化技术相结合

国土资源 （包括人口和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海洋资源、气候资

源等）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少，是中国的重要国情。这里仅以海洋资源为例说明国土资源与工业化和现代

化技术相结合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既是一个陆地面积大国，又是海洋大国。大陆海岸线长达 １８４００５公里，岛屿海岸线长达
１４２４７８公里，二者合计超过３２０００公里，是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２３］。

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表明：从空间视角来观察劳动资料可以发现，在农业经济时代，只有土地资源

作为主要的劳动资料发生作用，除了少数情况以外，一般说来，海洋资源还没有作为主要劳动资料进入

人类社会的生产领域，但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时代，海洋资源就在愈来愈广泛的范围内和愈来愈大的程

度上成为劳动资料［２４］。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以后，运用工业化和现代化技术加大了对海洋资源的开发，使得海洋

产业迅速成为新兴的支柱产业。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海洋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稳定在 ９％
以上［２５］。

还需要指出，在工业化时代特别是现代化时代，从空间视角来考察劳动资源可以发现，天空领域也

日益成为重要的劳动资料。中国航空工业和航天工业快速发展，使得这种劳动资源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出

来，并有望成为新兴的支柱产业。这除了主要得益于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外，也与广阔的空间领

域这种劳动资料的利用直接相关。

七、发挥了优秀传统文化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文化产业已经迅速成长为中国新兴的支柱产业。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文化产值增加值在第三产业中的占
比已由６２％上升到７９％。２０１７年，其增加值又比上年增加了１０８％［２６］。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促进其发

展的重要元素。其典型表现，就是作为文化产业组成部分的动漫产业的迅速发展。动漫产业的许多内容

就是传统的优秀文化。这方面的突出事例就是皮影戏。其众多内容在传统文化产业中早已有之，不过是

以现代视频技术表现出来。当前中国许多著名旅游景点都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成为促进旅游事

业发展的有利因素。传统的优秀文化还是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的重要内容。

传统的优秀文化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仅在文化、旅游和教育这些传统的产业中表现出

来，而且也在知识经济时代最前沿的现代技术中表现出来。例如，春秋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墨子的思想

就是 “墨子号”量子通量卫星的重要思想来源。２０１６年８月１６日，由中国科学家潘建伟主导研制的世界
首颗量子实验卫星 “墨子号”在酒泉成功发射。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国际意义。量子通

信已经克服了经典加密技术内在的安全隐患，是迄今为止唯一被严格证明无条件安全的通信方式。量子

保密通信能够从三个方面保障信息安全。第一，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的信息交互是安全的，不会被窃听

或盗取。第二，“主仆”身份能够自动确认，只有 “主人”才能够使唤 “仆人”，而 “其他人”无法指挥

“仆人”。第三，一旦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的传递口令被恶意篡改，使用者会立刻知晓，从而可以重新发

送和接收指令。这就使得量子通信不仅可应用于百姓日常通信，也可用于水、电、煤气等能源供给和民

生网络基础设施的通信保障，还可应用于国防、金融、商业等领域，势必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科学发展产

生巨大变革作用。“墨子号”的成功发射，将使中国在世界上首次实现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通信，构建

天地一体化的量子保密通信与科学实验体系。它将有助于中国在量子通信技术实用化整体水平上保持国

际领先地位，实现国家信息安全和信息技术水平跨越式提升，有望推动中国科学家在量子科学前沿领域

取得重大突破，对于推动中国空间科学卫星系列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首颗量子通信卫星之所以用中国古代科学家墨子的名字来命名，是由于墨子最先提出光沿直线传播

的观点。他最先通过小孔成像实验发现了光是直线传播的，第一次对光直线传播进行了科学解释。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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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中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原理，启发了量子通信卫星的发明。量子实验卫星以墨子来命名，是为了纪念

他在早期物理学方面的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作为新时代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内

容的 “四个自信”，这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其中的文化自信主要源于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传统的优秀文化也是一个重要来源。传统的优秀文化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源。传统优秀文化是促进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八、充分发挥经济全球化空前未有大发展时代的促进作用

从一般的共同内容来说，经济全球化是指商品 （包括产品和服务）和生产要素 （包括生产资料、科

学技术和劳动力等）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经济全球化推动社会生产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是促进世界经

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是近代和现代人类社会进步的潮流。但对不同国家来说，其社会经济性质是有根本

差别的。就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来说，是商品生产者的竞争关系。就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来

说，是剥削和被剥削关系。就社会主义中国的对外关系来说，中国奉行的是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是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相伴而生的。世界近代史表明，作为经济全球化基本实现形式

的世界市场的发展，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前提，又是它的发展结果。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产

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２７］

经济全球化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变化发展过程。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英国，其资产阶级革

命是在１６４０年完成的。大体上可以把１７世纪中期看作是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时期。
到１９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以垄断为主要特征的帝国主义阶段，世界殖民主义体系也随之形

成。世界市场也扩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是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伴随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的苏俄及后来的苏联脱离

了世界市场。这主要是由帝国主义国家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采取敌视政策造成的。这意味着统一世界市

场的分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欧亚两洲诞生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

主义两大阵营，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两个军事集团的对立。部分地区受

到社会主义市场和资本主义市场两个平行和相互对立的市场理论［２８］的影响，统一的世界市场进一步分割

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市场体系。

但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中国开始由过去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转变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而且这种
对外开放不断趋于完善，力度不断加大。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开始，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趋于解
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也随之结束。二战结束以后，伴随殖民体系

的解体，在广大的民族独立的国家中还产生了一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从２０世纪下半期开始，世界经济
由工业化时代步入知识经济时代。所有这些不仅使得统一的世界市场得以恢复，而且促使其获得了空前

未有的大发展。这同时意味着经济全球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当然，经济全球化如同任何发展趋

势一样，与它同时存在的总有一股逆流。但逆流不可能改变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潮流。而中国在改革以后

实行的不断趋于完善的对外开放政策，把这种全球化大发展转化为促进中国经济持续稳定迅速发展的重

要因素。２０１７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分别达到１３６３亿美元和１２４６亿美元，分别居世界
第二位和第三位；货物进出口总额和服务进出口总额分别达到４１万亿美元和６９５７亿美元，分别居世界
第一位和第五位［２９］。这表明对外开放从资金、技术、物质和市场等方面强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对外开放奉行平等互利的基本原则，因而上述数据同时意味着中国从诸多方面促进了世界有关国家

的经济发展。

九、得益于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

世界现代史表明，经济大国的崛起总是伴有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都是与此直接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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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由于后来崛起的德国与先发展起来的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的矛盾引起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比较复杂。一方面由于德国再次崛起，与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

的矛盾尖锐化；另一方面由于德国帝国主义制度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矛盾的尖锐化，导致希特勒德国把

战争强加在苏联人民头上。

但在二战以后到现在的七十余年间，尽管局部战争从未间断过，但并未发生世界大战。而且在一个

可以预见的时间内，还看不到有世界大战发生的现实前景。这主要是由于这期间世界和平力量 （包括社

会主义国家、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和世界人民）和世界战争力量 （主要是经济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

的对比逐步实现了由均衡到超过的转变。当然，只要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世界大战的根源就不

可能根除。但依据当前世界和平力量和战争力量的对比，还看不到世界大战发生的现实性。

中国从经济小国到经济大国的转变，就是在这种世界和平环境中实现的。显然，这是中国经济持续

稳定迅速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十分重要的国际环境。

十、总起来说发挥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作用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阶段。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这个最大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了新民主主义论 （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这个

理论指导下，中国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继而又依据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

总路线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结合起来，

正确解决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推进到第二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其核心就是包括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就是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和坚持改革开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坚持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

实现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任务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３０－３１］。四项基本原则不仅是坚持经济建设

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所绝对必需的，而且是其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是经济建设的根本

动力。

其后的历次党的代表大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战略做了一系列坚持和提升，使其逐步趋于完善。这

些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要求的经济战略的实施，使得各生产要素的效率得以充分有效地发挥

出来，从而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 “五位一体”的总体部署、“四个全

面”的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和 “四个自信”等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指导下，中国

的经济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发生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变革，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

一个新的时代，并使得中国经济由高速度发展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也应看到，中国经济发展如同改革一样，既有经验，也有教训。

就改革以前来说，其教训主要有二：一是盲目追求增长的高速度，忽视了经济增速与客观存在的潜

在经济增长率、经济比例关系和经济效益的依存关系，忽视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物质

文化水平。其结果就是多次造成经济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衡、经济效益大幅下挫、经济强烈波动，人民生

活不仅没有得到应有改善，有些年份甚至发生了绝对下降。二是１９５７年下半期错误地否定了党的八大关
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提法 （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

前经济文化发展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仍然坚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道路和

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实践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使人民生活

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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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以后，盲目追求经济高速度的情况有很大改变，在中央政府层面再也没有出现过 “大跃进”年

代那样的高指标，但在这方面仍有值得吸取的教训。一是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膨胀机制治理不

力。改革前盲目追求高增长是经济周期强烈波动在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的反映。这种战略得以长期实施的

体制方面的原因就是计划经济制度内含的投资膨胀机制。这种机制存在于国有经济的各个层次，包括中

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但主要是存在于中央政府层面。改革以后，中央政府层面的这种机制已

大大改变。而中国改革是渐进式推进的，半计划半市场的状态长期存在。改革后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地方政府的独立利益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成为强有力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在半计划半市场的条件

下，投资膨胀机制不仅不可能得到根除，反而会加强。长期存在的唯国内生产总值是论的干部考核指标，

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机制。国有企业层面的投资膨胀机制在半计划半市场的条件下，没有也不可能根除。

改革以来，虽然注意了克服中央政府层面的投资膨胀机制，但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膨胀机制的

治理显得不力。以致改革后虽然再未出现改革前多次发生的强波周期和超强波周期，但仍然发生了频率

很高的五次中波周期。二是改革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并不明确无论是年度经济增长率预期目标的确定，

还是观察现实经济增长率是否过高，其主要依据只能是潜在经济增长率。这就导致了两次对经济走势的

误判。一次是１９８６年上半年将当时的经济形势误判为经济滑坡，因而放弃了本应继续实行的双紧的宏观
经济政策，从而导致了１９８４年发生的经济过热在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没有得到有效制止，一直延续到１９８９年。
另一次是２００８年采取的以四万亿投资为特征的强刺激政策，也是同这一点直接相关的，即过高估计了
２００８年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误以为会导致经济过度下滑，从而导致了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年经济偏热状态没有得到及时的改变。

需要着重强调的是，尽管中国在发展经济中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确实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伟大

成就！这个成就具有多方面的国内意义和国际意义，从总体上和根本上说来，则是彰显了中国化马克

思主义的划时代的伟大胜利！前已述及，中国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和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

社会的过渡时期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彰显了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一阶段的毛泽东思想的

胜利。改革后在发展经济方面的成就彰显了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二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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